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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构建农地流转制度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框架，利用田野调

查的数据对该框架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的地权稳定性效应、地权流动性

效应和农地利用政策效应会导致转入地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种

植同种农作物的转入地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更低，但转入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方式和技

术的采用以及种植对象的变化，会使转入地总体面源污染水平更高。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转入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平均年龄和先进生产技术采用等方面与自家地农户相比

均有优势，如果给予合理引导和帮助，转入地也会比分散经营的自家地的农业面源污

染更可控。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户行为；农业面源污染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⑻3—5656(2016)08—0081—07

引言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化肥和地膜等化学物质，未经合理

处理而对农村生态环境中水、土壤、空气和农产品等造成的污染。它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污

染的主要来源，全世界退化程度不一的 12 亿公顷农地中大约有 12%是由农业面源污染引起的

。引起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非常多，从农户的视角可分为农户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个方

面。农户自身因素为农户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环保意识、农户的经营规模以及生产组织方式

等，外部环境因素则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制度环境因素等三类。自然

环境因素方面，张水龙等（1998)通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土壤状态、气候及地形地貌等自然环

境条件的性质特点差异会引起降雨径流的改变，从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和差异化。社会

经济环境因素方面，张晖等(2009)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也与农业面源污染量的变化有一定的关

系;梁流涛等(2010)通过研究得到经济发展将导致农产品需求结构和农业结构的变动，从而引

起农业面源污染的增加或减少的结论；葛继红等(2011)则认为农业经济结构、农业技术和农村

人口规模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饶静等(2011)认为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

素也不能被忽视。此外，少数学者关注了制度环境因素的重要作用，如金书秦等(2013)强调了

传统农耕文化的作用；魏欣等(2012)[91 则认为中国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是农户面



源污染行为的重要制度根源。这些研究中，鲜有因农地流转引起的农户行为改变而产生农业面

源污染效应的理论分析,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经济改革加速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探讨农地流转制度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和发生机制，并通过农户行为对其进行干预和

控制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农地流转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阶段，农地流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农户行

为。与农户行为相关的农地流转制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分为农地产权制度、农户生产组织制

度和政府农地利用相关的政策制度，这些制度都因农地流转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引起农户的

农地利用行为和短期投资的变动并最终影响到了农业面源污染。

农地流转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分析

农户的投资可分为中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两种。一般说来，认为中长期投资有利于农地长

期肥力的提升，而短期投资如农药、化肥等的不当投入行为则会产生农业面源污染和导致农地

退化。农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将通过农户农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对农户短期投资产生三个方面的影

响，这些影响效应分别为地权稳定性效应、地权流动性效应和农地利用政策效应。由于农户短

期投资的量和结构直接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变动，因此农地流转也将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这三

种效应。

一是地权稳定性效应。地权稳定是农地流转的前提和保障。客观上来说，地权的稳定性表

现在土地承包期的不断延长直至永久不变，农地调整次数的不断减少直至不再调整。主观上来

讲，地权稳定性则表现在农户的地权安全性感知。地权稳定性效应主要是通过保证效应和抵押

效应起作用。保证效应是指地权越稳定，农户越有把握以保证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被政府、邻居

或者其他机构获得，从而农户将会增加中长期的投资。抵押效应则是指将农地作为不动产进行

抵押获得贷款从而促进农户增加投资产生的效应，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产权制度的相关建设

能使农户获得更完整更稳定的产权，从而促使农户有能力也有意愿增加中长期投资减少短期投

资。对于转入地来说，农地流转的规范化和市场化进程也能降低转入地农户经营的风险，促进

农户的投资。

二是地权流动性效应。地权的流动将产生资源配置效应和实现效应。前者是指在农村劳动

力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以促进农地资源的自由流动，土地从利用效

率低的农户手中流转到利用效率高的农户手中，能够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后者是指

农地的交易能使土地供给方找到土地的需求方，提高实现土地投资价值的几率，从而促使农户

增加投资。由此可见，农地的流转能够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并能使农地经营方及时实现



并收回投资，这两种效应都刺激农户增加各种投资进而引起农业面源污染量的变化。

三是农地利用政策效应。不同的农地制度背景下土地利用相关的政策有差别，相应的监督

和奖惩机制也不同。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农地利用政策对农户投资行为有激励和监督两方面

的效应。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农业补贴或奖励政策能促进农户的投资从而获得激励效应。另外农

地各相关主体如国家、地方政府和集体以及转出地农户等的制度约束或监督也对农户的农地利

用行为和投资行为有约束作用，比如对于农地非农化的限制和农村环境污染的相关惩罚制度等

，这些都将对农户的投资结构和量有直接影响，最终对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约束和限制。

农地流转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作用机理

农地流转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农户行为起作用。它的作用机理如图 1 所示。

首先，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产权建设的方向是完整

性和稳定性的提高，这些产权制度建设有利于农户增强农地产权安全性感知从而增加中长期投

资减少短期投资。然而当前中国的农地流转制度完不完善，尤其是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成熟，

流转价格机制不健全。另外，当前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建设各地进程不一，地域差异显著，不

同农户对这些政策的理解不一样，农业面源污染也因此不同。与自家地相比，转入地的产权主

体多元化明显，转入地的种植农户所拥有的产权有限，两种农地经营农户的种植对象、规模和

生产技术都会有差异，这些差异将最终体现到农药、化肥和地膜等短期投资上从而引起农业面

源污染的差异。



其次，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农地流转会催生农业生产规模化、现代

化相应的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制度,他们对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是转入

地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能够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量。农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由于边际成本的减

少，单位面积农地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源的施用量会减少，从而农业面源污染量将由于规模

效应而减少。二是转入地的机械化产业化生产方式将可能导致更多的农业面源污染。由于有机

肥的施用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投入，在当前人工费较高的背景下转入地将施用更少的有机肥，

化肥的施用量则会增加，农业面源污染将增加，与此同时雇佣劳动工人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

择问题，可能存在农药化肥施用过多的现象。由此可见，农地流转带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变化对

农业面源污染的总效应有待验证。

最后，农地利用相关的政策制度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农业是利润比较低的生产行业，

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各种农业生产补贴，如粮补、直补、油菜补、农机购置补贴以及各级政

府发放的流转大户补贴和奖励，对农户的农地利用行为和投资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另外政府对农业面源污染管控的相关措施也将对种植农户的行为有约束。这两方面的政策对农

业面源污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农业面源污染效应的发生机制

外部性是指资源利用过程中私人成本大于或小于社会成本而造成的当事人给他人带来的

影响。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农地产权制度、生产组织制度和农地利用相关的政策形成的外部

制度环境，加上农户主观自身的环境保护认知和对农地价值的评判等内部环境因素，对农户的

农地利用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农药、化肥和地膜等物质投入

的负外部性引起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下面，我们借助农民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从自家地

和转入地两种不同产权类型的角度来分析农地流转制度环境下的农业面源污染效应的发生机

制。这一发生机制可用图 2 进行直观地阐述。

如图 2 所示，横轴为产量 Q 和农业面源污染程度 W,纵轴为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PMCT 和

PMC。分别表示转入地农户和自家地农户的边际成本，PMR 表示边际收益曲线。假设初始阶段

两种农户种植同一种农作物且都不施用有机肥或农家肥（农户除了在少部分旱地 h 施用农家肥

，水田基本都只施用化肥），他们的私人成本曲线分别为 PMCT 和 PMC。,转入地农户的初始均

衡点为 EO,对应的农业面源污染程度为 WT。此时自家地的均衡点为 E，对应的面源污染程度为

W。，高于转入地，这可能是转入地经营规模效应的反映。一旦转入地农户出于经济效益的考

虑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则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和更高的回报，调研结果显示其边际收

益增加的幅度要大于边际成本上升的幅度，他们的曲线分别移至，新的均衡点 E,产生，此时

的面源污染程度增加到 W'TA，流转后农地利用变化的面源污染效应为 wTvrT，转入地面源污染

水平超过了自家地农户的面源污染程度。如果政府此时对农业面源污染行为采用颁布法律法规

或者对农药化肥等收取税收的方式加以约束，转入地农户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至 PMC'

处，新的均衡点为匕，相应的农业面源污染程度为 W"T，农户施用农药化肥的减少使得面源污



染程度降低，约束性政策制度的面源污染效应为 W'TW"T，可见相关的政策制度约束能够降低

农业面源污染的总体水平。

二、基于湖南省耒阳市田野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一)调研区概况

耒阳市位于湖南省的东南部，处于耒水中下游。该市共辖蔡子池和灶市等 5 个街道办事处

、小水和三都等 13 个镇以及余庆等 18 个乡，总面积 2656 平方千米，截至 2003 年总人口 122

万人。耒阳市是湖南省最大的县级市、国家级杂交水稻种植基地、中国油茶之乡，它也是国务

院批准的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是湘南中心城市及经济强市，经济的发展加上工业化的进

程，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耒阳市的农地流转在全国来说具有代表性。该市率先探索土地

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村六种权证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成立了“三农金融服务平台”等配套

服务体系。这些政策试点激发了农户确权和贷款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地流转的发

展。截止 2014 年 4 月，耒阳市建立了 90 多个村级土地流转中心，流转土地近 79 万亩，发展

农业合作社 279 家并拥有种粮大户 608 户。

(二)研究设计

为收集相关数据，本研究设计了包括土地总体情况指标、农户基本资料、农地流转信息、

典型地块农药化肥施用情况、农户农地生态环境保护主观意识和种植收支详表等六个大问题的



调查问卷。农地利用方式的差异主要从种植对象、农作物的多样化种植、规模种植和机械购置

情况等方面来体现，农业面源污染则通过农药、化肥、地膜、机械使用和秸秆处理等五项来衡

量，依此得出农户在转入地和自家地两种不同的农地上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面源污染效应。本

问卷以农户为调査对象，按照多层抽样法取样，首先随机抽取了耒阳市的三个乡镇，然后抽取

各乡镇的两个村，每个村访谈 25 位农户协助其填写问卷，随后回收。本次问卷选择了余庆乡

、三顺街道办事处和瑶田乡三个乡或办事处进行发放，共发放问卷 150 份，实际回收的有效问

卷为 128 份，有效率为 85.3%。回收的问卷中种植自家地的农户 96 份，转入地的种植农户 32

份。

(三)农地流转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分析

为便于比较，我们选择其中 122 位水稻种植农户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1),其中转入地 26

户，自家地 96 户。下面主要对两种农地上面源污染程度、农户特征及农地利用方式和农户环

保意识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转入地与自家地农业面源污染程度的比较从表 1 可见，所有的农户均施用化肥和农药

，转入地每亩地施用化肥和农药分别为 113.3 元和 62.3 元，而自家地的化肥和农药分别为 125

元和 68 元，可见同为水稻的种植农户在转入地上施用更少的化肥和农药，这可能是由规模效

应引起的。转入农地的最小耕种面积为 8 亩，最大的为 560 亩，平均值为 126.6 亩，而自家农

地最大为 10 亩，最小为 1 亩，均值为 3.16 亩，可见农地流转促成了农地的大规模经营，规模

的增大可以降低边际成本，因此转入地农户将比自家地小规模种植农户施用更少的农药和化肥

，这种比较是基于调研地耒阳水稻的种植户也基本不施用农家肥，但旱地的情况则不一样，调

査数据显示有 70 位农户施用农家月巴，占比约 3/4,这些土地上施用的化肥很少。因此这种结

论仅仅局限于同种生产技术同种农作物的种植方面，计算所有农地上施用的农药化肥结果为，

转入地农药化肥使用均值分别为 106.9 元/亩和 153.8 元/亩，这大大超过了自家地的数值，这

可能是因为转入地的农户中有部分农户选择种植的葡萄和烤烟等经济作物而引起的。因此总体

来说，调查所在地的转入地的农药化肥施用量仍然超过了自家地的施用量。另外是地膜的使用



，农户在转入农地上施用地膜的户数为 16 户，占总数的 61.5%,自家地上投入地膜的农户为 38

户，占总数的 39.6%,说明农户在转入地上更多地使用地膜。机械利用方面，所有時入地农户

均利用了机械，而自家地则只有一半的农户采用机械作业,且农机购置的农户有 9 户，被调查

的自家地种植农户中尚没有人购置农机，原因是规模化种植若采用人工会花费更多的成本。秸

秆回收方面，当地转入地农户多为不处理，全部丢弃，而自家地农户则焚烧少量再全部还田，

长期来看自家地农户的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农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可见，对于种植同一种农作物

来说，在自家地农户不施用农家肥的前提下，规模化的种植能够减少单位农地面积的农药化肥

等物质的投入，从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程度。而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进程将带来更多的污染

，农膜机械和秸秆回收方式的不当等的大规模使用也将加重农业面源污染的程度。

(2)转入地与自家地种植农户及家庭特征与农地利用方式的比较

首先，农地种植农户及家庭特征的比较。如表 2 所示。转入地农户中年龄均值为 41.7 岁

，而自家地种植农户年龄偏大，最大的有 70 岁，均值为 51.5 岁；兼业经验方面两者相差不大;

被调查的转入地种植农户的男性占绝大多数，而自家地农户中女性仍然占 15%;受教育年限方

面转入地平均为 9 年大于自家地均值 7.12 年，由此可见转入地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以及性

别结构比例均优于自家地种植农户，这样有利于当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利用和农业生产力

的提高，但是这种结构也意味着在农地使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转入地农户很可能为了追求短

期利益而忽略农地保护，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加重。

其次，农地利用方式的比较。由表 2 可见，转入地中产品的销售比最大为 1，最小为 0.28,

均值为 0.72,而自家地的最大值为 0.7,最小为 0,均值为 0.28,这说明转入农地的种植农户的生

产目的是销售，这样他们可能选择比较利润较高的农作物进行生产，农业生产很单一，调查结

果显示转入地中种植两种以上的农户只有两户，占总数 6%，水稻种植户 24 户，葡萄种植户 4

户，烤烟 2 户，而自家地种植农户中 98%都种植了水稻、花生、大豆和蔬菜等多种农作物。农

作物的单一种植不利于农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往往会导致更多的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经



济作物的种植往往意味着更多农药化肥地膜的施用，如葡萄的种植，农药施用均值为 410 元/

亩，约为水稻种植的 7 倍，化肥为 475 元/亩，约为水稻种植施用的 4 倍。而烤烟的化肥使用

量为 390 元/亩，也为水稻种植的 3 倍左右，被调查的葡萄种植户形容葡萄的种植是“几乎每

下一次雨便要施用一次农药”，可见经济作物的种植普遍将比粮食作物造成更多的面源污染。

(3)转入地与自家地农户农业生产技术与农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比较

本次调研还对两种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信息进行了了解，数据显示（见表 3)被调查

的转入地农户中有 14 户接受过农技培训，占比 87.5%,而自家地种植农户没有人接受过培训。

其次，农户的农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比较。问卷分别从农药化肥副作用认知、农药化肥施用

环境认知和使用环保型农药化肥意愿三个方面进行了解，数据显示转入地中认为农药化肥等有

副作用的人数为 22,占总数的 68.8%，而自家地为 68,占 50%，说明转入地农户更深刻地认识到

农药化肥等的副作用；而农药化肥施用环境认知中认为周围人有很多为了效益而多施用化肥农

药的转入地农户为 28,占总数的 87.5%，自家地农户为 68 人，占总数的 70.8%。可见转入地农

户虽然是利润追求型，但他们的认知和实施环保型生产技术和方式的条件更有优势，因此目前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政府的引导、农地利用的管控以及补贴三个方面。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农地产权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和农地利用政策

对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投资产生了影响，从而引起了农业面源污染的变化。这一研究对于完

善中国当前的农地流转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要鼓励农作物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

种植同种农作物时，自家地种植户的分散经营方式比转入地的规模种植方式产生了更多的农业

面源污染。二是要对农药化肥等农资的施用加以管制或适当征税，以达到控制因转入地农户大



量种植经济作物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迅速增加。三是要合理引导和转变转入地农户的生产方式

，并对绿色环保的生产组织形式给予补贴和奖励，使之逐渐接受并愿意实施绿色环保的生产方

式，从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总量。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也说明了，通过实施合理

的农地流转制度，能有效地促进农地资源利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添了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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